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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管理者认知风格、组织学习与组织惯例
更新的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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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个体和组织 2 个层面，以 85 家大型国有企业的 208 名中高层管理者为调查对象，探讨国企管

理者认知风格和组织学习对组织惯例更新的影响。结果表明创造型认知风格、学习型认知风格正向影

响组织惯例更新，且组织结构越偏向于有机式，正效应越显著; 计划型认知风格负向影响组织惯例更新，

且组织结构越偏向于机械式，负效应越显著; 组织学习在管理者认知风格与组织惯例更新之间起部分中

介作用。对研究结论进行讨论并提出了本文的实践意义和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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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gnitive style，organization learning
and organization routines updating of SOE manag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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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individual and organization，this study takes 208 managers of 85 state-owned en-
terprises as the object to discuss the influence of the cognitive style and organization learning on organization rou-
tines updating． The results show that creative cognitive style，learning cognitive style positively affect the organiza-
tion routines updating，and the organization structure is more inclined to organic，the positive effect is more signifi-
cant． While planned cognitive style negatively influences the organization routines updating，and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more tends to be mechanical，the negative effect is more significant． In addition，organization learning
plays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between managers’cognitive styles and organization routines updating． Finally，the
conclusions of the study are discussed and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and shortcomings of this paper are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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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体制与机制方面存在不足，中国的国有企

业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一定的组织惯例。目前，在

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正处于经济转型升级与

机制改革中的国企，如何实现市场化组织惯例更新，

使之与经营环境相匹配就显得尤为重要。

然而关于组织惯例更新的研究常常将其作为自

变量和中介变量，较少有学者研究组织惯例更新的

影响机制，王永伟［1］认为组织惯例更新在新技术导

入和企业竞争力之间起中介作用; 许萍等［2］提出组

织学习和惯例变异的交互作用可以提升企业动态能

力。对于如何成功地实现组织惯例更新，多数研究

都选取企业的管理实践角度，选取参与者主观能动

性角度的研究相对较少; 李彬［3］通过过程机制的研



究，发现不同类型的动态能力会产生不同的操作常

规变化; 也有学者提出，组织成员对组织变革的抵触

心理是影响组织惯例更新能否成功的关键［4］; Gal-
pin［5］认为，组织内部成员的认知、习惯等内在因素

是影响组织惯例更新的核心。而国企管理者是组织

内部成员的领导者，研究其认知对组织惯例更新的

影响，对于解释组织惯例更新如何以及为何发生有

很好的支持作用。而组织惯例更新是指企业员工通

过集体学习达成新的组织共识，形成新的组织规范，

进而指导组织行为的过程，因此组织学习可能直接

影响组织惯例更新。
本文以中国 85 家大型国有企业的管理者为研

究对象，在考虑经济转型的背景下，尝试从个体和组

织 2 个层面来探讨国企管理者认知风格和组织学习

对组织惯例更新的影响机制，通过实证研究得出结

论并就 3 者的联系给予解释，揭示管理者认知风格、
组织结构与组织惯例更新的相互关联，并探讨组织

结构在管理者认知风格和组织惯例更新中的调节效

应。此项研究有利于企业更好地审视高层管理者的

认知风格，这为管理者积极引导组织惯例更新提供

了理论依据，具有良好的借鉴意义。

1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1． 1 组织惯例更新

组织惯例是组织与战略研究领域逐渐兴起的重

要研究议题。Nelson 等［6］认为组织惯例是对于一切

规则的和可以预测的企业行为方式，它类似于“基

因”指导着企业的行为和做事方式; 组织惯例是 1
种指导组织内部的行为人在经济互动中采取适当行

为的知识［7］; 也可以将组织惯例理解为组织内可重

复的、基于“刺激－反应”机制而产生的行为模式［8］。
王永伟认为，从参与者的主观能动性视角来看，组织

惯例更新是指企业员工通过集体学习达成新的组织

共识，逐渐形成新的组织规范，进而指导组织行为的

过程，如图 1 所示。

图 1 组织惯例更新过程

1． 2 管理者的认知风格与组织惯例更新

对认知风格的研究最早始于 20 世纪 40 年代，

围绕着认知风格学者们开展了大量研究，提出了各

种不同的认知风格概念。Furse 等学者认为，认知风

格是个体一系列行动的前置倾向，包含了内部感官

倾向、文化角色倾向、推理解决倾向等; Tennant 则将

认知风格视为个体的内隐特征和惯性的组织加工信

息方式。Ｒayner［9］认为认知风格是指其偏好的感知

和处理信息方式;

同时学者们对认知风格提出了各种不同的分

类。Hayes 等［10］将认知风格分为 22 种维度; Ｒiding
等［11］提出认知风格理论之后将认知风格归纳为言

辞－现象和整体－具体 2 个维度。Cools 等［12］的实证

结果把第一类认知风格区分为学习型和计划型，把

第二类认知风格称为创造型。
本文将国企管理者的认知风格分为以下 3 种:

学习型认知风格、计划型认知风格、创造型认知风

格。学习型认知风格强调逻辑与分析，倾向于对具

体事实和数据的感知; 计划型认知风格重视事前的

准备和详细的计划，以及对周边环境的控制和组织，

他们更希望用清晰、有条理的方法解决问题; 创造型

认知风格将问题视作机遇和挑战，希望用创造性的

试验和自由发挥的空间来处理问题［12］。
虽然学术界很多学者已经对管理者认知进行了

大量研究，然而以往学者对管理者认知风格的研究

都集中于其对公司战略层面的影响，很少有涉及其

对组织层面的影响。Hambrick 等［13］提出的高阶理

论认为，由于管理者认知模式的制约，管理者对周围

环境的认知将影响公司的战略选择; 高晓东［14］认

为，首席执行官、高管团队和企业文化的认知模式影

响战略变革和战略决策。在个体对组织层面影响的

研究中，有学者指出高管支持和行为影响生态创

新［15］; Amabile 等［16］提出管理者的认知风格对个体

决策行为具有直接影响，而在 Cohendet 等［17］的研究

中，明确指出管理者的个体行为可以从多个层面影

响组织惯例，因此管理者认知风格会影响组织惯例

的更新。
学习型认知风格的管理者倾向于感知具体数

据，持续地对数据进行分析得出不同的分析结果，就

会促进组织惯例的更新; 计划型认知风格的管理者

喜欢根据以往的经验制定出完美的计划，这样也就

很难形成新的组织共识，从而抑制了组织惯例的更

新; 石盛林［18］认为，创造型风格的高管团队更容易

实行差异化战略，创造型认知风格的管理者希望用

创造性的思维来处理问题，带动组织成员学习新知

识，进而促进了组织惯例更新。因此，本文提出以下

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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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1a: 国企管理者学习型认知风格对组织惯

例更新产生正向影响。
假设 1b: 国企管理者计划型认知风格对组织惯

例更新产生负向影响。
假设 1c: 国企管理者创造型认知风格对组织惯

例更新产生正向影响。
1． 3 管理者的认知风格与组织学习

学者们对组织学习已做过大量研究，Kim［19］认

为，组织学习是知识在组织中产生和传播，并被整合

到组织的战略与管理之中的过程。陈国权等［20］认

为组织学习是组织成员持续不断地吸取新的知识，

优化自身的行为方式，以在动态环境中达成组织目

标的过程。Jerez 等［21］认为组织学习能力分为管理

承诺、系统思考、开放性与试验、知识传递与整合 4
个方面; Huber［22］把组织学习过程分为信息的获取、
信息的传播和共享解释这 3 个阶段; Baker 等［23］认

为组织学习分为 3 个维度: 学习承诺、分享愿景、开
放心智。本文选用 Baker 的维度划分来衡量组织

学习。
只有透过个人学习，组织才能学习［24］。管理

者的认知风格对组织学习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其对

组织成员个人学习的影响上。管理者依据自己的认

知，为组织实现目标和愿景产生不同的互动模式，然

后传递给组织成员，进而影响组织学习［25］。
学习型认知风格的管理者注重对具体事实和数

据的逻辑分析，只有通过不断地学习才能灵活地掌

握分析方法，进而对组织学习产生正向影响; 计划型

认知风格的管理者按照以往的经验来实施计划，从

而抑制了组织获取新知识，即对组织学习产生了负

向影响; 创造型认知风格的管理者喜欢用自己并不

熟悉的方式面对挑战，鼓励组织成员开放心智，从而

促进了组织学习。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2a: 国企管理者学习型认知风格对组织学

习产生正向影响。
假设 2b: 国企管理者计划型认知风格对组织学

习产生负向影响。
假设 2c: 国企管理者创造型认知风格对组织学

习产生正向影响。
1． 4 组织学习的中介作用

组织惯例的本质是指导组织成员行为的知识，

而知识更新的动力来源于学习，组织学习能促进组

织内部的知识活动［26 － 27］，Chassang［28］通过研究组织

惯例的形成过程，提出影响组织惯例更新的因素包

括学习和合作。Hanvanich 等［29］提出，市场波动性

越大，组织学习越有利于在组织内部产生多样化的

行为模式，进而促进组织创新。因此，提出假设:

假设 3: 组织学习对组织惯例更新产生显著正

向影响。
而国企管理者只是组织中的主要成员，组织惯

例的更新是组织中所有成员通过学习达成共识后，

逐渐形成组织规范，整个组织按照规范执行工作任

务形成新的组织惯例，所以国企管理者的认知风格

通过影响整个组织的学习，进而对组织惯例更新产

生作用。
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4a: 组织学习对国企管理者创造型认知风

格与组织惯例更新起到一定的中介作用

假设 4b: 组织学习对国企管理者计划型认知风

格与组织惯例更新起到一定的中介作用

假设 4c: 组织学习对国企管理者学习型认知风

格与组织惯例更新起到一定的中介作用

1． 5 组织结构的调节作用

组织结构是组织对开展工作、实现目标所必需

的各种资源进行安排时所形成的一种体现分工与协

作关系的框架［30］。Burns 等［31］将组织结构分为有

机式和机械式 2 种形态。本文将采取此划分法，组

织结构越复杂化、越集权化、越规范化、越具有整合

性，则代表其组织结构越偏向于机械式; 组织结构越

低复杂化、越分权化、越低规范化，则代表其组织结

构越偏向于有机式。
在有机式组织结构的企业中，创造型认知风格

更愿意灵活地解决问题，学习型认知风格的管理者

会更频繁地对其他部门的事物即新鲜事物进行分

析，进而更容易产生新的组织惯例; 在机械式组织结

构的 企 业 中，由 于 各 项 工 作 有 严 格 的 程 序 和 规

则［32］，计划型认知风格的管理者更加重视对计划的

准备和对可变因素的控制，使得组织惯例更新更加

困难。
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5a: 组织结构对管理者学习型认知风格与

组织惯例更新的关系有正向调节作用;

假设 5b: 组织结构对管理者计划型认知风格与

组织惯例更新的关系有负向调节作用;

假设 5c: 组织结构对管理者创造型认知风格与

组织惯例更新的关系有正向调节作用。
综上所述，本文所涉及的主要研究构建，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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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研究的概念模型

2 研究方法

2． 1 研究样本

本研究的样本大多来自于北京、上海等地的钢

铁、能源、电力、银行、海运、粮油、通讯行业，共 85 家

企业的国企管理者，共发放 300 份问卷，回收 227
份，最后获得有效问卷 208 份，有效问卷的回收率为

69． 3%，其中男性占 85． 02%，女性占 14． 98% ; 基层

管理者占 6． 25%，中层管理者占 72． 6%，高层管理

者占 21． 15%。59． 47% 的国企管理者年龄在 35 至

45 岁之间，表示国企管理者年龄较大; 本科、硕士及

以上学历的国企管理者占比 95． 11%，符合国企管

理者样本的选取标准。
2． 2 变量测量

本研究采用 Linkurt5 点评分法，让被调查者根

据题项的表述与企业实际情况的符合程度，在“完

全不符合”“不太符合”“不确定”“比较符合”“完全

符合”之间做出选择，其对应的分值分别为1 ～ 5。
国企管理者的认知风格，以往涉及管理者认知

测量的实证研究有基于高阶理论的，高阶理论运用

管理者的人口背景特征作为测量其认知风格的代

理［33］。而后，Kaplan［34］运用文本分析法测量管理者

认知，并证实了管理者认知与战略选择的关系。然

而，以往研究表明上述效果都不显著，所以学者们对

认知模式开发出了更为精确的测量方法。Cools 等

将冲动和沉思作为认知风格的 2 个维度，建立了认

知风格的三因素模型———知识性、创造性、计划性，

并开发了认知风格的测量量表———CoSI。本研究采

用 CoSI 的测量指标，将国企管理者的认知风格分为

以下 3 种: 学习型认知风格、计划型认知风格、创造

型认知风格。问卷包含 13 个题项，4 个题项测量学

习型认知风格，4 个题项测量计划型认知风格，5 个

题项测量创造型认知风格。
组织学习，本研究采用 Baker 的测量量表来衡

量组织学习，将组织学习分为 3 个维度进行测量，包

括学习承诺、分享愿景、开放心智。问卷包含 13 个

题项。
组织惯例更新，本研究采用王永伟的测量量表

来衡量组织惯例更新。问卷包含 8 个题项。
组织结构，本研究采用 Ｒobbins 的测量量表来

衡量组织结构，问卷包含 4 个题项。分值越高，代表

组织结构越偏向于有机式，分值越低，代表组织结构

越偏向于机械式。
2． 3 统计工具

本文主要利用 SPSS 及 LISＲEL 统计分析软件

来进行实证研究。首先，利用 SPSS 软件对问卷数据

进行信度检验，保证量表的内部一致性; 其次，利用

SPSS 和 LISＲEL 分别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 EFA) 和

验证性因子分析( CFA) 保证量表的区分效度和收敛

效度; 最后，利用 SPSS 软件做多层次回归分析和

Bootstrap 分析来验证假设。

3 研究结果分析

3． 1 信度检验

内部一致性信度检验，考察指标的一致性，通常

用 Cronbach’s α 系数表示，检验结果显示所有研究

变量的 Cronbach’s a 值都大于 0． 7，代表测量量表

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本文利用 SPSS 软件进行内部一致性检验，如

表 1所示。

表 1 信度检验结果

研究变量 题项数 Cronbach’s α 值

管理者认知风格 学习型认知风格 4 0． 783

计划型认知风格 4 0． 899 0． 914

创造型认知风格 5 0． 850

组织学习 学习承诺 5 0． 882

分享愿景 3 0． 821 0． 927

开放心智 5 0． 875

组织惯例更新 8 0． 932

组织结构 4 0． 92

3． 2 效度检验

对本文量表用 LISＲEL 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来

检验效度，检验结果显示各量表的 χ2 /df 均小于 5，

拟合优度指数 GFI，AGFI，NFI，CFI 均大于 0． 9，说明

模型水平较高; ＲMSEA 均小于 0． 1，代表模型拟合适

中; ＲMＲ 均小于 0． 05，代表实际的协方差矩阵与预

测结果的协方差矩阵差距较小。以上说明本文量表

具有较高的结构效度，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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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变量 χ2 df χ2 /df GFI AGFI NFI CFI ＲMSEA ＲMＲ

学习型认知风格 82． 42 24 3． 43 0． 91 0． 91 0． 92 0． 93 0． 076 0． 042

计划型认知风格 136． 82 35 3． 91 0． 92 0． 91 0． 93 0． 93 0． 092 0． 038

创造型认知风格 124． 78 30 4． 16 0． 94 0． 94 0． 95 0． 96 0． 086 0． 034

组织学习 162． 14 45 3． 60 0． 93 0． 91 0． 90 0． 93 0． 085 0． 037

组织惯例更新 105． 46 27 3． 91 0． 94 0． 96 0． 97 0． 97 0． 10 0． 046

组织结构 154． 45 52 2． 97 0． 90 0． 90 0． 91 0． 92 0． 074 0． 044

3． 3 假设检验

3． 3． 1 回归分析

本文利用 SPSS 建立如下模型: M1 模型建立公

司年限、工作年限等控制变量与因变量组织惯例更

新的关系; M2、M3、M4 模型在 M1 基础上分别加入学

习型认知风格、计划型认知风格和创造型认知风格

作为自变量; M5 模型在 M1 基础上加入组织学习作

为自变量; M6、M7、M8模型在 M2、M3、M4基础上分别

加入学习型认知风格与组织结构的交互项、计划型

认知风格与组织结构的交互项、创造型认知风格与

组织结构的交互项，如表 3 所示。

表 3 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M1 M2 M3 M4 M5 M6 M7 M8

控制变量

公司年限 0． 027 0． 003 0． 001 － 0． 012 － 0． 004 － 0． 014 － 0． 026 － 0． 056

工作年限 － 0． 133 － 0． 147 － 0． 131 － 0． 135 － 0． 052 － 0． 087 － 0． 069 － 0． 060

自变量

学习型认知风格 0． 339＊＊ 0． 309＊＊

计划型认知风格 － 0． 289＊＊ 0． 232＊＊

创造型认知风格 0． 327＊＊ 0． 248＊＊

组织学习 0． 751＊＊

调节变量

组织结构 0． 318＊＊ 0． 359＊＊ 0． 362＊＊

交互项

学习型认知风格"组织结构 0． 228＊＊

计划型认知风格"组织结构 0． 166＊＊

创造型认知风格"组织结构 0． 141*

Ｒ2 0． 052 0． 163 0． 134 0． 151 0． 595 0． 341 0． 299 0． 301

Adjusted Ｒ2 0． 009 0． 120 0． 090 0． 107 0． 574 0． 300 0． 256 0． 258

F 1． 203 3． 828 3． 045 3． 490 28． 929 8． 404 6． 927 6． 984

注: * 表示 P ＜ 0． 1( 双侧) ，＊＊表示 P ＜ 0． 01( 双侧) 。

由上表可知: 模型 M2、M3、M4 分别增加了自变

量学习型认知风格、计划型认知风格、创造型认知风

格。数据显示，学习型认知风格对组织惯例更新有

显著正向影响( β = 0． 339，P ＜ 0． 01 ) ，验证了假设

1a; 计划型认知风格对组织惯例更新有显著负向影

响( β = － 0． 289，P ＜ 0． 01 ) ，验证了假设 1b; 创造型

认知风格对组织惯例更新有显著正向影 响 ( β =
0. 327，P ＜ 0． 01) ，验证了假设 1c。

模型 M5在模型 M1基础上加入了组织学习。数

据显示，组织学习与组织惯例更新有显著正向影响

( β = 0． 751，P ＜ 0． 01) ，验证了假设 3。
模型 M6、M7、M8显示了组织结构调节作用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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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在测量交互项之前，对自变量和调节变量做中

心化处理，以降低多重共线性问题。在模型 M6、
M7、M8中加入自变量与组织结构的交互项后，F 值

显著表明模型有较好的拟合度，由此得出组织结构

对学习型认知风格与组织惯例更新间的关系中扮演

的正向调节作用显著( β = 0． 143，P ＜ 0． 1 ) ，验证了

假设 5a; 组织结构对计划型认知风格与组织惯例更

新间的关系中扮演的负向调节作用显著 ( β = 0．
189，P ＜ 0． 01) ，验证了假设 5b; 组织结构对学习型

认知风格与组织惯例更新间的关系中扮演的正向调

节作用显著( β = 0． 218，P ＜ 0． 01) ，验证了假设 5c。
为对假设 5 更进一步解释，根据 Aiken 等［35］提

出的方法，将中介变量组织结构的平均值分别加减

一个单位的标准差，应用模型 M6、M7、M8的数据，绘

制出图 3、图 4、图 5，如图 3、图 4 所示。

图 3 学习型认知风格和组织结构对组织惯例更新

的交互作用

图 4 创造型认知风格和组织结构对组织惯例更新

的交互作用

在学习型认知风格、创造型认知风格与组织惯

例更新之间的关系结构中，偏向有机式组织结构的

关系斜率较之组织结构偏向机械式时的斜率更大，

因此，在偏向有机式组织结构的企业中，学习型认知

风格、创造型认知风格的管理者对组织惯例更新的

正向影响更显著。
在计划型认知风格与组织惯例更新之间的关系

结构中，偏向机械式组织结构的关系斜率较之组织

结构偏向有机式时的斜率更大，因此，在偏向机械式

组织结构的企业中，计划型认知风格的管理者对组

织惯例更新的负向影响更显著，如图 5 所示。

图 5 计划型认知风格和组织结构对组织惯例更新

的交互作用

3． 3． 2 组织学习的中介效应

本文利用 SPSS 回归分析和 Bootstrap 分析验证

组 织 学 习 的 中 介 效 应。根 据 Zhao 等、温 忠 麟

等［36 － 37］提出的检验中介效应的程序，先用 SPSS 验

证组织学习在学习型认知风格与组织惯例更新间的

中介 作 用，再 用 Bootstrap 方 法 分 析 中 介 效 应 的

大小。
第 1 步: 检验自变量与因变量间的回归系数。

数据显示: 学习型认知风格与组织惯例更新的回归

系数为 0． 339，在 0． 01 水平上显著，说明学习型认

知风格对组织惯例更新的影响显著。
第 2 步: 分别检验自变量与中介变量，中介变量

与因变量间的回归系数。数据显示: 学习型认知风

格与组织学习的回归系数为 0． 414，在 0． 01 水平上

显著，验证了假设 2a; 此外组织学习与组织惯例更

新间的回归系数为 0． 751，在 0． 01 水平上显著。
第 3 步: 检验中介效应。数据显示: 中介变量与

因变量的回归系数为 0． 737，且在 0． 01 水平上显

著，但此时组织惯例更新与学习型认知风格的回归

系数不显著，说明可以进行 Bootstrap 分析来检验中

介效应。
第 4 步: 在 95%的置信区间下分别进行学习型

认知风格与组织惯例更新间的 Bootstrap 中介效应

检验。数据结果表明: Bootstrap 检验间接效应的置

信区间为( 0． 219 0，0． 460 6) ，不包含 0，且中介效应

值为 0． 331 8，说明组织学习在学习型认知风格与组

织惯例更新中起中介作用，验证了假设 4a。
同理，计划型认知风格对组织学习的负向影响

显著，验证了假设 2b; 组织学习在计划型认知风格

与组织惯例更新中起中介作用，验证了假设 4b; 创

造型认知风格对组织学习的正向影响显著，验证了

假设 2c; 组织学习在创造型认知风格与组织惯例更

新中起中介作用，验证了假设 4c，如表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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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组织学习的中介效应

自变量 因变量 回归系数 回归系数检验 模型

学习型认知风格 组织惯例更新 0． 339＊＊ 0． 000 第一步: Y = 0． 339＊＊X1

第二步: M = 0． 414＊＊X1

Y = 0． 751＊＊M

第三步: Y = 0． 033X1 + 0． 737＊＊M

第四步: 置信区间( 0． 219 0，0． 460 6) ，中介效应值 = 0． 331 8

学习型认知风格 组织学习 0． 414＊＊ 0． 000

组织学习 组织惯例更新 0． 751＊＊ 0． 000

学习型认知风格
组织惯例更新

0． 033 0． 514

组织学习 0． 737＊＊ 0． 000

计划型认知风格 组织惯例更新 － 0． 289＊＊ 0． 000 第一步: Y = － 0． 289＊＊X1

第二步: M = － 0． 439＊＊X1

Y = 0． 751＊＊M

第三步: Y = － 0． 051X1 + 0． 774＊＊M

第四步: 置信区间( 0． 228 0，0． 459 9) ，中介效应值 = 0． 338 8

计划型认知风格 组织学习 － 0． 439＊＊ 0． 000

计划型认知风格
组织惯例更新

－ 0． 051 0． 322

组织学习 0． 774＊＊ 0． 000

创造型认知风格 组织惯例更新 0． 327＊＊ 0． 000 第一步: Y = 0． 327＊＊X1

第二步: M = 0． 495＊＊X1

Y = 0． 751＊＊M

第三步: Y = － 0． 059X1 + 0． 779＊＊M

第四步: 置信区间( 0． 317 1，0． 571) ，中介效应值 = 0． 440 1

创造型认知风格 组织学习 0． 495＊＊ 0． 000

创造型认知风格
组织惯例更新

－ 0． 059 0． 278

组织学习 0． 779＊＊ 0． 000

注: * 表示 P ＜ 0． 1( 双侧) ，＊＊表示 P ＜ 0． 01( 双侧) 。

4 结论

本研究以大型国有企业为样本，从个体和组织

2 个层面探索了国企管理者认知风格和组织学习对

组织惯例更新的影响。通过实证研究，本文发现国

企管理者的创造型认知风格、学习型认知风格对组

织惯例更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国企管理者的计划

型认知风格对组织惯例更新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组

织学习在管理者认知风格与组织惯例更新之间起中

介作用; 组织结构对管理者认知风格与组织惯例更

新之间关系起调节作用，企业越偏向于有机式组织

结构，创造型认知风格、学习型认知风格的管理者对

组织惯例更新的正向影响越显著，企业越偏向于机

械式组织结构，计划型认知风格的管理者对组织惯

例更新的负向影响越显著。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主要有以下 3 点。本文从参

与者的主观能动性角度探讨管理者的认知风格对组

织惯例更新的影响，拓展了部分研究仅从企业的管

理实践角度，围绕企业的新技术导入和质量管理实

践等主题展开对组织惯例更新的影响的局限性; 另

一方面，以往组织惯例更新研究的样本大多集中于

中小型民营企业，本文通过 85 家大型国有企业的

208 名中高层管理者的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为

处于经济改革期的国企实现市场化组织惯例变革提

供理论基础，使之与经营环境相匹配。此外，本文引

入组织结构作为管理者认知风格与组织惯例更新关

系的调节变量，将管理者的个体差异特性与组织结

构相结合，更加深入地探讨了管理者认知风格与组

织惯例更新的关系。
本研究对企业管理实践的启示有如下 3 点。第

一，国企管理者是组织惯例变革的核心，提升管理者

个人对创新的认知水平尤为重要; 第二，国有企业应

完善人才选拔机制，对于创造型认知风格的管理者

重点培养; 第三，组织惯例更新受到管理者认知、组
织学习、组织结构的共同影响，只有同时关注这几个

方面才能有效促进组织惯例的变革。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国有企业积极引导组织惯例

更新提供了理论依据，具有良好的借鉴意义，但仍存

在一定的局限性。第一，本文采用横截面研究设计

的方法，不能很好地确定变量间的因果关系; 第二，

组织惯例更新是过程型变量，与实证研究相比，案例

研究法可能更适用于探讨个体主观能动性与组织惯

例更新的关系研究，未来的研究需要用案例研究法

从不同视角进一步探讨组织惯例更新的影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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